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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平与著作
刘大钧（1891—1962），字季陶，号君谟，江苏丹徒人，生于江苏淮安，其叔父刘鹗（铁云）为《老残游记》作者。1911年赴美留学密西根大学，师从亚丹斯（H.C.Adams）及戴勒（F.M.Taylor）攻读经济学与统计学，被选为美国大学高才生学会会员，1915年获学士。1916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20任北京政府经济讨论处调查主任。1928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长，1931年任主计处统计局局长。1933年在上海执会计师业务，兼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所长。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41年兼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和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1947年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起草委员，旋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驻美商务参事。后移居美国，病逝于纽约。
1923年和1929年先后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和中国统计学社，并担任两社的首任社长。1927—1931年任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研究干事。1929和1931年参加国际统计学会日本会议和西班牙会议。创办和主编《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1928—1946）、《经济统计月志》（1934—1941）、《国民经济月刊》(1937)、《经济动员》(1938—1940)。主编国民经济研究所工业化研究丛书。

著作有《我国佃农经济状况》（1929）、《外人在华投资统》（1932）、《中国工业调查报告》（1937）、《吴兴农村经济》（1939）、《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1939）、《非常时期货币问题》（1940）、《上海工业化研究》（1940）、《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1944）等，另有英文著作多本，如“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1927;“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1929：“China’s Cotton Industry，”(Co-author,Miss S.T.King) ；“Statistical Work In China，”“The1912 Census of China。”1931：“A Preliminary Report on Shanghai Industrialization,” “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ghai,”China’s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1948。

二、运用调查统计数据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开创者
 1920任北京政府经济讨论处调查主任。
   最早研究中国耕地面积的学者之一。

  中国学者中最早研究中国GDP者。
三、主持全国第一次工业调查

1、两次上海工业调查与《上海工业化研究》

1931年，“中国经济学社研究工业委员会”在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捐款后，联合国民政府统计局，实业部，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上海市社会局，国立交通大学研究所，共同举行上海工业调查。此次调查标准以应用原动力，或使用工人10人以上的工厂为限，共调查工厂一千六百余家。调查完成后，刘大钧将调查结果用英文写成上海工业调查初步报告。

1933年，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接受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调查全国工业，此次调查标准以应用原动力及雇佣工人30人以上的工厂为限，1931年调查的材料多不适用，于是刘大钧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等单位支持下又组织了第二次上海工业调查。调查上海及格工厂（即新标准）一千二百家左右。


两次上海工业调查后，刘大钧将调查数据整理，出版了《上海工业化研究》（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英文版以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名义于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共466页。中文版则用中山文化教育馆丛书名义于1940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共366页。

该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大部分，正文八章共144页，第一章为《绪论》，认为“工业化为近代必不可避免之事实，吾人决不能因其流弊而反对工业化本身，其在我国，虽发展较迟较缓，而亦有不可避免不应避免之情势。”促进工业化的因素有三，即铁路、国际贸易、贱价电力。第二章《上海工业发展之沿革》，说明上海纺纱业、棉织业、面粉业、火柴业、机器制造业、印刷业等15种具体工业发展的简史。第三章《近年之发展》，将1931年和1933年两次上海工业调查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一重要结论，即与世界其他地区在1929—1933年经济衰退不同，上海工业在这两年中有较大的发展。第四章《上海工业之特点》，总结出两大特点，一、资本太少，即平均每厂资本额1931年为8万元，1933年为14万元。二、规模太小，既无厂屋又无厂地者占80%，工人在30人以下者占60%。第五章《上海之劳工》，估计上海工人总数在35万左右。其最高工资，男工每日一元六角五分，女工每日八角九分。其最低工资，男工每日四角七分，女工每日二角四分。第六章《上海工业化的经济影响》，说明工业化的后果为人口增加，地价上涨，输入的工业制品逐渐减少，输出则逐渐增加，输入的原料及工业机械增加。第七章《上海工业化的社会影响》，该章为著名社会学家吴泽霖主稿。文章的基调在说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指出：公共租界中国人一年内的死亡人数共15 688人，其中6 471人为无人收殓的暴露尸体。上海一埠妓女人数，约有二万五千人。上海的草棚，至少当有四五千所。上海劳工界中，姘居几变常态，诱奸已成司空见惯。第八章为《结论》，对全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该书附录八个共222页，篇幅大大超过正文，包括《二十年上海工业详细统计》，《二十二年上海工业详细统计》，《十七年至二十三年上海工业统计》，《各种比较表》，《上海劳工统计》，《上海经济几其他相关之统计》，《上海社会统计》，《历次调查之说明》。除《历次调查之说明》外，其余七项全为统计表格。各种统计表共计192页，占全书一大半的篇幅。

《上海工业化研究》在1937年用英文出版后，立即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商务参赞安诺德以及《大陆报》、《大美晚报》、《中国经济月刊》、《民众论坛》、《中国评论周报》、《时事新报》、《国民经济月刊》都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朱通九认为：“刘大钧氏新著《上海工业化研究》一书，与一般普通书籍不同，适合‘精心结构，事实与理论并重，采用原始材料编著’之条件，在我国著作界中，放一异彩。” 朱通九归纳该书有四个特点，即“一、该书全部材料，除叙述过去史实外，大部为派员分赴各工厂实地调查所得之材料编著而成。所以材料至为新颖，准确性程度至高，自非他书所可比拟。”“二、该书立论，均以数字为根据。”“三、该书说明事实，除根据某一时期之统计数字，彼此互相作静态之比较与分析外，复用历年统计数字，作动态之比较。”“四、该书不特可以弥补我国无统计之缺憾，抑且可以供给外人研究我国情状之统计资料，以及树以后著作界根据统计立论之先声。”

1937年2月，马寅初说：“中国经济学社数年前承美国太平洋国际会议之捐款，达美金数万元，调查上海工业化之程度。…于1931年及1933年先后调查上海工商业状况两次。始有《上海之发展及工业化》（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一书之出版。” 此书为研究中国工业化一极有价值的材料。

对于花费数万美金各方好评如潮的调查研究结果，1938年4月28日，胡适日记却记载了一相反的评语：“Julian Arnold （朱利安·阿诺德）来久谈，与同饭。他指摘刘季陶的‘上海之工业’等研究之不用亲身调查方法而仅用书面材料，其言甚当。他甚虑我国学生聪明有余而求知欲不够，好奇心不够。此由于书本训练多而官能训练太缺乏。”
刘大钧著《上海工业化研究》的优点就是采用第一手调查材料，为何在此反而受到胡适和阿诺德的指责呢，恐怕是指刘大钧本人并没有亲身参加调查之故。刘大钧利用自己组织的人员所调查的一手材料进行研究和写作，这在当时中国经济学界还处于领先地位。胡适和阿诺德的指责，反映出他们用高标准衡量中国学术界时，对中国学术精英的不满。

2、 全国第一次工业普查与《中国工业调查报告》

刘大钧认为：“工业统计为基本统计之一种，现代国家无不具备，且各国大都每年或每若干年举行调查一次，名为工业普查，我国向无此种统计，前北平政府农商部所发表者，全由各地方任意填报，既非根据实地调查，其数字自不可靠，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工商部亦曾于十九年调查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但仅查得三十三城市，且偏重工人生活方面，而工业本身则仅查二三项目，至各地方自编之工业统计，亦寥寥无几，其项目参差不齐，尤不能得全国总数。”
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之前，全国尚无一次真正的工业普查。

1932年底，国防设计委员会为了国防目的，决定由该委员会出资，委托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全国进行工业普查。此次工业调查，从1933年4月开始，到1935年5月结束，前后费时两年零两个月(包括整理时间)。指导一切工作者为研究所所长刘大钧，担任调查者为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张宗弼、郭锡昆、赵永余、王家栋、蒋滋福、刘铁孙等15人，担任整理者为刘大钧、陈忠启等10余人。调查遍及17省146市县，未到省份只有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青海，与东北四省（西部六省因新式工业太少，东北四省因被日本侵占）。调查合于工厂法（有原动力且使用工人30人以上者）的工厂2435家，其中上海市1229家，其他各省市1206家，
行业除兵工厂、电灯厂、造币厂、影片制造厂外，其余全部涉及。每厂调查的项目达171项，调查员每填一厂约需要四五个小时。每厂均由受过训练的调查员亲自查填，然后交研究所审核，如不满意，还需进行复查。调查表交所后，整理工作在统计专家刘大钧直接指导下进行，经过审查、复查、核算、编制统计表、撰写文字说明等工作，所需时间两倍于具体调查。最后形成了全国第一次工业普查的具体成果—《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三册。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为《概说》，即《报告》的文字说明。第一编为《报告纲要》，叙述调查和整理的经过。第二编为《工业分业略说》，说明钢铁、棉纺、水泥、造纸、橡胶等24种行业的具体情况，第三编为《工业分地略说》，说明南京、上海、北平、汉口、重庆、厦门、广州等14城市的位置及交通、市面概况、劳工状况、金融情形、燃料与动力等内容。《报告》中册为《合于工厂法工厂的分业统计表》，有厂地、资本、动力、职工、产品等14种表。《报告》下册为《地方工业概况统计表》，涉及上海市、北平市以及四川省重庆县、成都县、泸县、嘉定县、万县、江北县等146县市，每县市又分资本与工人、产品总值及销场、主要产品数量、主要原料数量、主要作业机等5表。全书1270页（216+673+381），于1937年2月以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参考资料第20号名义出版，著者为刘大钧，委托机关为经济统计研究所。

刘大钧对此次全国工业普查及其报告的自我评价为：“其普遍性及精密性皆远过以前所有之工业统计，即较诸英美工业普查之项目，亦有过之无不及也。”

《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出版后，即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统计的原始的权威数据报告，不断受到各代学者的引用。40年代巫宝三主持的《中国国民所得》的著名研究，在工业方面即以《调查报告》为依据，只是对调查报告遗漏的三方面（即外资厂、东北和西部10省、发电厂等）进行了修正。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认为：“刘大钧主持的1933年工业调查是旧中国惟一的一次工业普查。”
日本关于亚洲长期经济统计研究计划“中国班”的久保亨、牧野文夫、关权认为：“《中国工业调查报告》、1942年华北工厂及章长基所作的工业生产指数等具有相当的可信赖性。”
日本学者久保亨更认为：“刘大钧对几乎所有符合工厂法的中国资本的工厂都进行了调查，被调查工厂数共2435家。在当时像这样调查范围之广泛，结果之准确，是其他工业普查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后来关于民国时期工业总产值的两个著名研究，巫宝三等人的《中国国民所得》和Liu &Yeh（刘大中·叶孔嘉）的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National Income and Eoconomic Development,1933-195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也都是依据〈调查报告〉来进行。”

刘大钧主持的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能高质量地完成中国第一次也是民国时期惟一的一次工业普查，为当时的国防建设和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和准确的统计数据，此一贡献，足以使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不朽。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除进行上海及全国的工业化调查及研究之外，还进行了浙江蚕桑区经济概况调查研究，江苏、浙江农村调查，世界白银问题研究，商业循环研究，受银行所托做的大量专项调查报告等。

四、中国工业化论
在戊戍变化时期，康有为提出将中国“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成为在中国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第一人。但康有为不是建立在对工业化理论和实践的深刻了解基础上，对工业化还只有一个模糊的了解。
其后，梁启超、孙中山也提出了“振兴实业”论，没有提出工业化的概念。
1916年，刘大钧在北京出版的英文杂志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政治学报》季刊）发表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该文专门研究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因、现状及其改进办法，将德国罗雪尔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工业化实践。该文为刘大钧研究中国工业化的第一篇文章，可能也是中国近代经济学家研究工业化的第一篇论文。刘大钧在1943年为国民经济研究所工业化丛书的序言中说：“二十五年以前，笔者即主张我国必须工业化，并作文加以鼓吹，嗣后对此问题之研究与讨论，未尝或懈，在初国人多未加注意，然自抗战军兴，工业化之需要乃深入人心，而政府且定为国策焉” 
何廉、方显廷在二十年代末开始研究工业化，其他大部分学者主要是在抗战后开始关注此问题，以此论之，刘大钧确系中国主张和研究工业化的先驱。
1. 中国必须工业化

 1916年，刘大钧指出：工业化直接关系到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准的提高，衣食足而知礼仪，在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农业经过长期的发展，达到了精耕细作的极限，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资本、土地、劳动力的回报越来越低，要靠农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人民生活的提高和社会治安的稳定都只能靠工业的发展。另方面，工业化还关系到在国际激烈的经济斗争中国家的生存和独立。一个民族不可能因工业不发展长期依赖贸易逆差，外资流入，甚至政府还靠外国资本运作而求独立和生存。大家只注意到表面的外债问题，而没有注意到工业不发展导致的“贸易的债务”这一根本问题。刘大钧还根据德国经济学家罗雪尔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理论，认为中国历史发展也将会跟西欧一样，从家庭经济到城市经济再到国民经济，在国民经济阶段，就是工厂制度和公司制度为主的工业化社会，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
 
1932年前后，中国出现了经济危机，农业情况最为严重，于是“复兴农村”，“乡村建设”，“以农立国”等议论成为时髦，重农派的观点一时成为论坛的主流。1937年1月，刘大钧针对重农派的观点，指出国民经济建设的紧要关键是工业，不是农业。我国一般人民的穷困，与最近几年农村的破产，最大的病根是从事农业者太多。“农田耕种太久，收入递减，而农民的人口仍旧增加，每人所得自必日少”，从市场价格分析，“农产品畅销国外既不可能，而国内从事他业的人数又少，购买力更属有限。我国大多数农民所出售的是自己消费的剩余额，他的价值全赖非农民的购买力取制定。非农民的购买力小，农产增值自无希望。”
开垦荒地，改良农产，也不能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唯有发展其他实业，容纳过剩人口，才能减轻农村人对地的压迫，充裕国民经济，“各种实业既全靠工业发展，方能兴盛，故工业发展自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

刘大钧的结论是：“工业化为近代必不可避免之事实，吾人决不能因其流弊而反对工业化之本身。其在我国，虽发展较迟较缓，而亦有不可避免不应避免之情势。”
“吾人参考吾国之基本需要，及他国以往之经验，以为工业化，如有适当的了解及贤明的指导，实为我国唯一之出路。”

2． 工业化的涵义、目标与基本原则
 刘大钧认为，关于工业化的涵义、目标与原则等基本理论是研究工业化的关键问题，

他曾在主编国民经济研究所工业化丛书之前，同该所学者以及特约撰述者反复研讨，并将所得结论送请其他专家多人指正，这些基本理论是他们多位专家长期研讨的慎重结果。
因此，关于工业化的涵义、目标与原则等基本理论是了解刘大钧工业化思想的重点，实际上也成为他主编的整套工业化丛书的导言。
工业化的涵义。刘大钧认为，工业化不仅仅是指工业的发展，其涵义为：“各种生产事业机械化及科学化，而其组织与管理亦科学化及合理化”。具体内容或特点包括：（1）工业本身机械化与科学化，（2）矿产之大量开发，（3）运输事业机械化与动力化，（4）各种生产事业以工业为中心而发展，工业化之影响遍及各种生产事业，（5）动力之普遍利用，（6）大规模生产，（7）产品标准化，（8）事业组织及管理科学化及合理化，（9）各种生产事业资本化，（10）工业都市之形成。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观念的重大变化。

刘大钧在1940年代上述定义的工业化涵义相当广泛，“较一般人所言者范围远加扩大，意义远较深切。”其内容经过不断扩展和深化，在前述1916年的文章中，他主要就是指工业的发展，在1937年《上海的工业化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工业化的六个特点。
工业化的目标：在抗战时期谈工业化建设的目标，人们往往首先提到的就是国防，如吴景超指出：经济建设“应当先图强而后言致富，我们应当把国防工业，看得比民生工业更为重要。”
刘大钧与此观点不同，他指出：“国防与民生虽二者并重，而其重要性不能以同一标准，加以测定。简单言之，可谓民生为积极的与主动的目标，而国防则为消极的与被动的，吾人既不赞同侵略战事，故巩固国防之用意，仅在防他国之侵略，故在被动之列。”“反之，改进民生则为积极的与主动的目标。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民生必须予以改进，唯改进之程度则视国家经济力量以为断。”
这就强调了工业化的目标首先是致富，是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刘大钧还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还应重视财富分配，工业化的最后目的“实为大多数人民幸福之增加”。
为实施工业化改善民生的目标，工业建设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上，刘大钧认为，首先和重点应发展轻工业，他指出：后进国家发展轻工业轻而易举，原料市场都不成问题，首先应发展轻工业；为巩固国防，也应发展相当的重工业，但这是防御性的，重点应放在改善民生的轻工业上。

工业化的几个基本原则：
计划与放任。刘大钧既反对苏俄的极端的统制与一元化，也反对正统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政策，而主张介于二者之间的“计划经济”，即政府应对整个工业化进行有意识的与有组织的指导，一部分事业由政府直接举办，一部分事业由人民举办但受政府统制，一部分事业由人民自由兴办。刘大钧所说的三种方式实际上就是国营、官督商办和民营，对这三种企业经营方式，中国从洋务运动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新鲜，刘大钧论断特别之处在于，他认为国家应对整个工业化进行有意识的与有组织的指导与安排，使国营、官督商办和民营符合国家计划。他还对三种经营方式的具体划分提出了详细的原则（详后）。
国家经济与区域经济。刘大钧反对建立若干从国防出发的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的工业区域，认为这样经济上不符合效率原则，政治上不利于国家统一。主张以国家为单位，各区域分工合作，建立全国平衡发展的国家经济。刘大钧此论涵义深远，后来中国在三线建设和每个区域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所带来的教训反证了此论的先见之明。
革命的与演进的发展。刘大钧反对渐进缓慢的实施工业化，主张快速急进，时间越短越好，“如欲速成，则或者十年可期”。
刘大钧主张的工业化包括整个社会的巨大变迁，其如此着急，反映出其对中国工业化的困难想得过于简单，同时也说明在战争年代这一代人的普遍的急躁冒进情绪，刘大钧这样的学者也难以避免。
3.促进和阻碍工业化的因素

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因素为国际贸易、交通、动力，而国际贸易为最重要的因素。
国际贸易对中国工业的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为造成国内消费新式工业品的巨大市场，外国产品如纸烟、火柴、罐头食品、水泥、皮革橡胶制品等大量输入后，中国人消费洋货越来越越多，成为习惯，于是中国的企业家开始仿制洋货，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使中国的丝、茶、桐油等产品远销世界，促进了相关产品使用机械。
与国际贸易有关还有多种因素，如1929年后政府实施的国定关税，民间多次的抵制外货运动，1929年—1931年中国因银价跌落带来的汇率贬值，这些因素都增强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与当时的舆论不同，刘大钧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也有利于中国工业的发展。外国人最初开始在中国办厂以及经营新的产业都对中国企业有示范效应，中国人可以在外厂学习技术和经验，“外人在华设厂，如无不公平之竞争，并无反对之理由。”
1943年朱伯康在一个书评中指出：“在经济史上，我们发现一个促成工业化的有力因素那就是国际贸易。美人雷穆教授及我国刘大钧博士，对于过去中国产业发展的因素，亦曾指出系受国际贸易的影响。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无需讨论。”

交通为发展工业的第二大因素，
中国工业中心及稍有工业的城市均在铁路和航路线上，如沿海和沿江各地，内地基本上就没有工业。
动力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因素，刘大钧曾将1933年全国工厂的厂数、资金、工人数与发电厂的发电能力计算“等级相关”，发现二者关系十分密切。“凡电力厂发电量较大之处，其工业亦远较他处为多，反之则较少，或竟无有。”因此，电力化为工业化的条件。

阻碍工业化的因素为制度和政策，金融，企业家，“如厘金、杂税、内战、法律保障之不充足，政府方针与计划之不确定，金融机构之不健全，投机之盛行，企业家与技术人才之缺乏，科学方法之未能采用，推销方法与组织之不善是也。”

   刘大钧特别提到中国法律对投资者和债务人保障不足，影响企业发展。
我国工业所受法律之保障亦不充足，因法庭受社会习惯之影响，往往不能严格保障人民之财产权故也。大规模之工业宜有公司式之组织，然股东对于公司之业务多无从过问，而大权乃操诸董监事之手。虽有时召开股东大会，而营业报告是否表现事实，账目有无虚报，股东无由知悉，监事与董事皆为常任，往往沆瀣一气，以蒙蔽一般股东。且董监事之职权有时更为少数人所操纵，而法律对于尸位素餐者并不加责罚，董监事多为社会上稍有地位之人，即或有违法举动，经人检举，除非案情重大，证据确凿，亦多以和解了事，且和解办法，往往因人而异，如原告股东为有权势之人，则所损失之资金可望十足偿还，而其他股东则不能享受同一之待遇。因此一般人对于工业投资，殊多顾虑。其独资或合资营业者，情形虽稍不同，然如经理舞弊，法庭亦往往遵“不为己甚”之古训，不强迫舞弊之人，十足赔偿损失。此种态度对于一般债务关系，亦多一律适用。债务人太穷，而借贷契约太不公平，法庭自应考虑人情，变通办理，特我国法庭变通之处太多，致财产权太少保障耳。至于执法之官吏剥削商民，则又半关法律，半关吏治矣。

刘大钧所论述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不健全，中小股东利益无法保证，私人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导致阻碍经济发展，直到现在仍有现实意义。

4.工业化与农业

城市工业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工业发展应能增加工业品之供给，同时农村人口迁入都市，从事工业，对于农产品之需要，亦必增加。况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者甚多，前者发展自应增加后者之需要。”
另一方面，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经济将受到冲击，发生矛盾和冲突。“农工两业本应相辅相成，然如经济政策不健全，则二者之利害有时不免冲突。”
在1937年刘大钧指出，新式工业和农村手工业存在竞争关系。“以我国农村小单位自给的经济受工业化的影响，直接是因新工业与手工业竞争的关系，致手工业受淘汰而农民收入减少，间接是工业打破我国旧经济组织，而新经济组织尚未成立以致农村在这过度时期，难以维持。这是我们认为农村破产的病根”。

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也可能出现“剪刀差”。
农人所售卖者为农产品，而所购买者多为工业产品，从事工业者则反是，吾人用后一名词以包括工业劳工与资本家，但因劳工人数多，故下文用此名词时，大半指劳工而言。世界各国之普遍趋势，凡物价上涨时，工业产品市价之升往往较农产品为速。学者研究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衰败之原因，多归咎于此种现象。苏俄在推进工业化之时，亦发生此种情形，致有所谓“剪刀恐慌”（The scissor crisis）者。盖在物价指数图中，农产品市价指数由高而低，工业产品市价指数则由低而高，形如剪刀故也。在此重情形之下，农人收入因农产品价跌而减少，其支出则因工业产品价涨而增加，两面夹攻，其经济状况极感困难。吾人前曾用统计方法，研究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二年八年中上海物价，亦发现相似之现象。近年我国农村衰败半由于此。故如政府无适宜之物价政策，加以调节，则工业加速发展可以引起农村之破产，此在制定工业方针之时，所当注意者也。

工业出产品包括生产用品（资本品）和生活用品（消费品），即工业提供的产品只有一部分是农民需要的产品；工业增长所得大部分归少数资本家所有，大多数普通工人所得较少，对农产品的购买力所增不多；工业单位少而产量大，农业单位多产量小，工业品可储存、生产可伸缩，农产品一般不能储存，一年仅能生产一两次，这样导致工业产品可操纵价格，而农产品完全由市场决定，不易得高价。农产品与工业品在供应、需求以及市场结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
工业因生产效率高，投资收益大，在劳动力和资金上仍然对农业形成有力竞争。

总之，为了保持农工两业的平衡发展，政府应该进行调节，只要调节得当，农工两业的矛盾与冲突可以得到解决。

刘大钧农工两业的矛盾和冲突论分析异常深刻，但他将这种冲突归之于政府经济政策不健全与他文中的论述自相矛盾，他实际上指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他对政府怎样调节和防止农工两业的矛盾和冲突也没有论述。
                              五、统制经济论

1932年9月，刘大钧在《世界经济潮流与我国国难》文中说：“各国经济政策皆日趋于国家化，且对于资本主义之自由竟争及自由发展，皆多少加以取缔，即生产事业之社会化也。”“我国处于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一面受世界经济衰败之影响，一面又当国难临头，其经济政策应行国家化，固无疑义。”
刘大钧提出的经济政策国家化，生产事业社会化，其实质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学社社员在1932年杭州年会的这些议论，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干预政策的向往，只是还没有使用统制经济这一名词。在其后不久兴起的统制经济思潮中，刘大钧坚决主张统制经济，其议论特点是对统制经济的范围论述得十分具体。
刘大钧在1935年具拟的《确立经济政策以发展国民经济提案》中提出统制的范围为：“统制经济以与经济命脉有关之金融，贸易及交通事业为限。公用事业则由地方政府统制。其他农，工，林，矿，渔，牧等业，以政府从事指挥，补助奖励人民经营为原则，而以国营或统制为例外。”具体的统制政策为：“统制经济，按照前述原则，可有数种方式。1，国营 ：主要之交通，金融与公用事业，与国防有关之工业，矿业，以及人民不能举办之实业应由政府经营。2，局部统制：事业虽由人民自营，而政府对于其产品之产量，定价，销售，运输以及营业方法等，加以统制。3，监督：私营事业由政府特别监督，如有妨害国家及一般国民利益之处，则加以制裁。不适于国营之事业，而在上述原则中，应由政府加以统制者，可斟酌需要，采用2，3两种方式。”

1936年，刘大钧《经济政策意见书提要》提出：“欲施行经济政策，实现有计划，有系统的经济建设，非统制经济不为功。除国营事业外，如统制私人之经济活动，其对象不外数量，品质，价格与活动方向四者。规定统制范围有五种标准：（1）事业与国防有直接关系者；（2）事业本身无大利可图，而影响于国民经济甚大者；（3）天然资源供给有限，如任私人竭泽而渔，恐碍国民经济将来之发展者；（4）事业之有独占性质者；（5）与一般人民有接触之事业，亦即为国家之经济命脉者。”

刘大钧在《中国今后应采之经济体制政策》文中提出，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主要原因是因我国经济有三大症状，即1931年以来的经济衰败，经济发展的畸形，经济脉络的不畅通，而最关键者则为经济脉络的不流通，因此，为治理中国经济的病症，必须统制全国经济脉络有关的贸易、交通、金融，统制国内外贸易是刘大钧统制经济论的重要特点，“这个主张尚非一般经济学者所曾加讨论的。我以为国内贸易的重要，万万不可忽视。而其影响于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一般人民的生活亦复甚大。况我国重农轻商本为传统观念，如政府经营商业，统制国内贸易，限制商人的赢利，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在他国所不能举办的，我国或反可创行”。国营商业主要经营重要物资，商业趸售业，其他私营商业仍允许并存。
在统制贸易、交通与金融这三大全国经济脉络后，“此外各种事业以不统制为原则，而在有特殊原因时，由政府经营或统制，作为例外，因为政府统制这三种事业，间接可统制全国其他各种经济活动。”刘大钧反对生产工具公有制，主张保留私有制度，并说：“我以为私有资产，在相当限度以内，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为安定社会的基础，唯限制私有资产增加相差太远，及大资本家压迫贫民起见，则须政府能统制金融、交通、与运销，目的即可达到。”

刘大钧在1944年出版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详细讨论了国营和统制的范围。刘大钧将政府干涉企业的程度分为：一、国营，即政府（包括中央、省市等各级政府）直接经营企业，此种干涉程度最高，二、官专卖，即事业由民营，产品由国家全部定价收买，禁止私人销售，此种介于国营和统制之间。三、统制，“如政府指定某某工厂制造某种产品，或规定产品之市价，或用许可证方法，限制某种物品之购买与消费，或用同一方法，管制物品之输出及输入，或规定物品运输先后之次序，或限制劳工之供给与转移，凡此种种，皆为统制之方式。”  四、监督或管制，即以法律方式监督与管制企业，此种方式，政府对企业干涉最少，民主自由主义国家平时均采取之。监督或管制与统制的区别在于，企业在法律面前前者为同一待遇，后者为差别待遇。第二种官专卖近似于统制，第四种监督或管制为国营与统制外的所有方式，因此，刘大钧专门讨论了国营和统制的范围。
国营事业的标准和范围

（1） 与国防有直接关系之事业，如兵工业。
（2） 事业重要而生产不易获利者，如保安森林、大规模水利事业、公路、新开辟的垦区等。

（3） 资源有限或性质重要者，如石油、铁、铜、锡、钨、锑、锰、焦煤等矿产资源的开采。

（4） 有自然专利之性质而其事业又能影响一般国民经济者，如铁路。电车电话因影响范围较小，则既可国营又可统制。

（5） 须统一经营者，如邮政、电政、有发行权的银行等。

（6） 可作为政府财源者，如火柴、纸烟、樟脑等。
（7） 国民经济之命脉足以影响一般活动者，如交通运输业中的铁路，金融业中的发钞银行，国内外贸易中的米、盐等。
统制事业的标准和范围

（1） 与国防有间接关系，而其关系颇为重要者，如重工业及基本化学工业。

（2） 与民生有特别关系，而须政府加以调整者，如电力厂，一般交通与金融事业，不由国营的公用事业等。

（3） 人为的专利事业，如托拉斯等。

（4） 与公共福利有关，而私人经营，效率甚低者，如自来水、电话、电车等。
（5） 产品须标准化者，如度量衡必须一致，而制造此项之事业亦必使产品标准化。

（6） 各种事业之法团，如商会、各业公会等。

（7） 公开竞争，易生经济上之浪费者，如私人企业竞争太激烈，不符合经济原则者，又如海岸渔业，为避免竭泽而渔，也应统制。
刘大钧基本上将国家干涉事业限制在市场失灵之处，如国防、铁路、有发行权的银行（货币）、邮电等公共产品，以及因资源和专利造成的垄断等。
提出的14条国营和统制原则，与以前三条统制原则与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在原则上，运输、金融、贸易皆为国民经济命脉，在高度统制制度之下，皆应列入国营范围之内，唯吾人并不主张我国采用此种制度，故仅对于其极关重要者，认为应由国营。”将国营限制在交通运输业中的铁路，金融业中的发钞银行，国内外贸易中的米、盐等项目之内。其他皆为统制或法律监管。刘大钧对他创行的统制国内外贸易论也基本予以放弃。
并特别强调：“凡合于国营之原则，而事实上可以统制达到目的者，皆可以统制代之。相同的，凡应统制之事业，而可以监督或管制方式代替者，亦可不加统制。”有尽量减少国家干涉之意。

对市场失灵分析论述多，但很少论及政府的失灵。
                    六、学术与思想的影响
1949年7月，《计量经济学》发表了刘大钧在“国民财富的衡量”华盛顿会议的讨论发言，
在同一篇文章里登载发言的专家还有 吉尔伯特，米尔顿（Milton Gilbert），英国的 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和理查德，斯通（J. R. N. Stone），法国的佩鲁（Francois  Perroux），和迪维西亚（ Francois Divisia），荷兰的丁伯根（Tinbergen），美国的库兹涅兹（ Kuznets），斯密蒂斯（ Smithies）， 以及Evelpides，Shirras，MacGregor，这些专家为当时世界各国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斯通、丁伯根、库兹涅兹三人后来均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一次国际学术界的一次顶级会议，刘大钧与这些专家同台发言讨论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国民财富的衡量”（宏观经济的度量衡），并一同登载于权威杂志《计量经济学》，说明了中国经济学家参与了当时经济学的这一重大变革，也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学家的尊重。

1944年1月，夏炎德在《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学之进步》一文中，总结了民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在指出民国初年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国民党人以及“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贡献后，夏炎德指出：

以上各家具非专门之经济学者，对于经济问题大多仅偶尔涉及，非有系统之研究也。然民国以来，往国外修习经济者日众，尤以留美国者为多，乃发起组织中国经济学社，于民国十二年夏正式成立((依余观之，中国经济学社之组织与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颇相类似，美国经济学会多为留德之美国经济学者所组织，中国经济学社则为留美之中国经济学者所组织，其发起之时或既有仿行之意，亦未可知。而发起兼主持人刘大钧与马寅初两先生，犹如华而克与邓白而[Charles  F.  Dunbar]之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也。

从上述论述可知，夏炎德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同样认为中国经济学社成立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划时代大事，从此，中国经济思想史由非经济学专门学者的言论统治的时代结束，马寅初、刘大钧、李权时、唐庆增、叶元龙等专门经济学者开始登上中国经济思想史舞台，这是中国经济思想由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夏炎德还认为中国经济学社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与美国经济学会对美国经济学的影响类似，中国的刘大钧与马寅初犹如美国的华而克与邓白而（今翻译为沃克与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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